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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休茨基是俄国《易经》翻译和研究第一人，其作品堪称俄国乃至世界《易经》研究成果的典

范。同时，他对欧洲《易经》的翻译与研究也有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并基于自身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哲学

的认知对欧洲汉学家有关《易经》的观点给予了较为客观准确的评价。这些评价的视角和阐述内容是对欧

洲《易经》相关研究成果的必要补充，对我们梳理《易经》的海外传播史也极具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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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尤·康·休茨基（Ю. К. Щуцкий，1897—1938）是俄国著名的语文学家、汉学家、哲

学家、翻译学家。他于 1937 完成了《易经》的翻译与研究，1960 年该成果以《中国典籍〈易

经〉》为书名问世，后被译为英文，在英美等国出版发行。休茨基是俄国《易经》翻译和研

究第一人，其作品堪称俄国乃至世界《易经》研究成果的典范，被公认为 20 世纪国际汉学

领域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休茨基对欧洲《易经》的翻译与研究史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梳理，这一方面为他的《易经》翻译和研究提供了参考，另一方面也借由这一梳理

充分表达了他对欧洲《易经》翻译和研究不同阶段的认知与评价。休茨基的有些认知与评价

与我国学者，如林金水（1988）、张西平（1998）、杨平（2015）、李伟荣和宗亚丽（2017）

相近，有些则体现了他鲜明的个人主观态度，值得我们了解与关注。休茨基将欧洲的《易经》

翻译与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篇幅所限，本文重点关注休茨基针对前两个阶段所做的论述与

评价。 

2 休茨基论欧洲《易经》翻译与研究的第一阶段 

休茨基认为 18 世纪到 19 世纪 50 年代的 150 年是欧洲《易经》翻译和研究的第一阶段。

其特点为对《易经》经文的认知不充分，建立了各种离奇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如《易经》

是皇帝伏羲发明的一种算法、《易经》是一部历史文献等。休茨基指出，站在 20 世纪再回

看这些理论时，它们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它们之所以被提及，仅仅是因为需要描写欧洲

《易经》的研究史。他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对该阶段欧洲汉学家《易经》翻译与研究的充分

分析论证基础上的。 

2.1 《易经》的算法说 

1753 年豪普特（Johan Thomas Haupt）出版了一部关于《易经》的书。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本书中，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被指认为《易经》的研究者。豪普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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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莱布尼茨提出了对《易经》的阐释理论。豪普特仔细研究了莱布尼茨的假设，并将其与

1745 年两位学者提出的两个论断联系起来。一个叫尼特尔的学者认为：“伏羲帝在自己的

书中只是提出了算数关系，这种算数关系是二分之一”。（Щуцкий 2017：25）另一个叫海

森堡的学者认为：“伏羲想利用组合方式列出所有可能的推断形式。按照这一新的假设，所

谓的《易经》应该是伏羲《逻辑》一书中的一章，该书的其他章节看来是丢失了。”（Щуцкий 

2017：25）据此豪普特写道：“《易经》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所谓的《易经》就是由伏

羲发明的算法的一个原始遗本。”（Щуцкий 2017：25） 

对于莱布尼茨的《易经》研究，休茨基赞同郝爱礼（Erich Hauer）的意见：“从这本书

中我们知道，莱布尼茨是德国研究《易经》的第一人。他从皇帝伏羲的卦图中找到了算数的

二进制，基于此莱布尼茨认为对整本书中的爻和卦可以做出合理的解读。他希望尽快将自己

的这个新解释告知中国人，于是他写信给当时正在中国的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尽管我们知道这位白晋在给莱布尼茨的回信中对这一解释表示满意，但我们还是不清楚中国

学者对这一发现作何反应。”（E. Hauer 1925：242）很明显，休茨基认为莱布尼茨的研究

需要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可，否则只是“一厢情愿的表白”。 

针对豪普特的上述观点，休茨基从两个方面予以驳斥。一方面，他认为，“对于了解《易

经》来源及其注疏历史的人而言，以上欧洲学者提出的观点显然是矫揉造作的。”（Щуцкий 

2017：25）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欧洲学者所信赖的伏羲只是个传说。另一方面，他为推翻《易

经》具有逻辑和数学内涵的观点进行了积极的论证。 

首先我们来看休茨基如何分析《易经》与逻辑学的关系。休茨基认为，中国古代哲人没

有留下任何有关逻辑学的论著。中国系统化的形式逻辑是在佛教（以印度逻辑学著述的译文

形式）传入中国后才开始出现的。梁启超试图从墨子的《墨经》和《墨经说》两章中发现有

关逻辑的论述，但这种尝试只是重新整合原文，整合后的文本存在逻辑不连贯的部分，这部

分需要再次进行填补，这导致人们怀疑原文的真实性。（Щуцкий 2017：25）休茨基还进一

步指出：“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认为墨子是逻辑学家，他的学派在有其一众弟子存在的情况

下还曾与儒家和道家学派形成争鸣，但以后几代墨家学派则后继无人，而儒家和道家绵延发

展几个世纪，且在不同的分支流派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而佛教的逻辑与墨子的逻辑显然

不是一回事，构不成继承或接续关系，构不成竞争关系。考虑到这一点，恐怕就没理由坚持

说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已经有了逻辑学。”（Щуцкий 2017：26—27） 

其次，我们来看休茨基如何分析《易经》与数学的关系。他指出，“事实上，在《易经》

成书的公元前 8—7 世纪期间，中国是不可能存在数学阐释论支持者所提出的复杂数学概念

的。”（Щуцкий 2017：26—27）那这一理论为什么会让人印象如此深刻呢？休茨基认为，

第一，数的理论萌芽以及对各种被加数都相同（即所谓的平方）的最初观察都是以传说的方

式与《易经》起源之神话相关联；第二，在发展《系辞传》有关占卜的《易经》注释派中有

一支学派研究了数之迷；第三，在 64 卦卦图中，每一个卦是由在六个层面（即六爻）上排

列的实线和虚线组成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由两个成分在六爻上重新组合后呈现的数学

排列（即 2 的 6 次幂）。（Щуцкий 2017：27）尽管如此，休茨基认为，作为《易经》的数

学阐释论的基础，以上三种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前两个理由只是以传说或者伪书，而

非历史文献为基础的。至于第三个理由，他指出，“数学规律同样可以在世界上一些与数学

没有直接关系的现象中被发现。虽然与数学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些现象可以用数学方法去研

究。所以，即便我们承认在《易经》的卦中存在着由两个成分在六爻重新组合后呈现的数学

排列（即 2 的 6 次幂）规律，但我们依旧坚决否认《易经》的实质就隐匿在这一规律中或者

说这一本质是这部经典中被遗忘的内容。我们不能不承认所有这些理论中的确有数学的智

慧，但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对《易经》比较表面的认知基础上的。”（Щуцкий 20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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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休茨基对《易经》算法说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易经》有着更为深刻、

成熟的认知，这种认知源自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与哲学的博学与领悟。 

2.2 《易经》的历史文献说 

法国汉学家舒马赫（I. P. Schumacher）认为《易经》中包含中国历史，对此法国翻译家

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 ）表示赞同。法国学者福克（Alfred Forke）也对此观点做出说

明：“11 卦《泰卦》、53 卦《渐》卦、62 卦《小过》卦和 63 卦《既济》中包含公元前 1191

年和公元前 1320 年的某些历史记录。”（A. Forke 1927：11） 

针对此观点，休茨基指出，“提到历史人物的名字或者地理位置并不能证明《易经》是

一部历史文献”，（Щуцкий 2017：27）但他承认“《系辞传》的第二部分呈现的是古代中

国完整的文化史。毫无疑问，这一材料可以作为《易经》是一部历史文献的证据。”（Щуцкий 

2017：27）基于此，休茨基认为，舒马赫视《易经》为历史文献的观点不是建立在《易经》

上述 4 个卦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基于《系辞传》。也正因为这一点，休茨基不同意舒马赫的

观点，因为它是建立在将正文（即“经”）与注释（即“传”，《系辞传》为“传”）不加

判别地混淆在一起的基础上的。这也就是说，在休茨基看来，《系辞传》中虽有文化史记载，

但“传”与“经”并不等同，不能用“传”具有的历史文献性替代《易经》的历史文献性。

此外，休茨基还认为，舒马赫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默许了传说资料可以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

做法。可见，休茨基认为《易经》更像是传说资料，而非历史文献资料。 

3 休茨基论欧洲《易经》翻译与研究的第二阶段 

休茨基认为，欧洲《易经》翻译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为 19 世纪下半叶的 50 年，其主要

特点是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多个《易经》的完整译本。同样，休茨基针对与《易经》有关的一

些观点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3.1 麦格基的《易经》起源说 

麦格基（Rev. Canon. McClatchie）是第一个将《易经》完整地译成英文的英国传教士汉

学家，但译文质量不佳，理雅各曾坦言：“我一段一段、一句一句地阅读麦格基的译本，但

找不到任何一处可以有助于我的译本。”（I. Legge 1882：15）休茨基之所以会提到麦格基，

主要是因为他提出了“有创见”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对后来的一些学者产生了影响。 

麦格基认为《易经》像所有多神教宗教书籍和《圣经》一样，起源于诺亚的三个儿子—

—闪、含、雅弗分家那个时代，或者至少多神教的书和《圣经》源自对那个时代的讲述。如

摩西所言，所有民族的祖先都被召集在一个地方，然后记录下被破坏的宗教形式，以便在迁

移时随身携带。《易经》被人类“伟大的父亲”拯救于大洪水，它让我们了解古巴比伦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八个神：父亲、儿子和六个孩子。麦格基根据《易经》第一卦和第二卦，即乾

卦和坤卦，判断乾是男性的性器官，而坤是女性的性器官，它们结合在一个圆环中或者男性

生殖器内，结合在“太一”中，而由“太一”生万物。理雅各对此评论道：“这太无耻了！

居然把上帝等同于迦勒底人的巴尔神。”（I. Legge 1882：16）在麦格基看来，龙是男性的

生殖器，同时又是上帝的象征。（McClatchie 1876：36）很显然，麦格基的《易经》起源论

中包含古代中国存在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观点。休茨基认为，圣经与《易经》、巴比伦与中国、

神话与宗教的比较史、古代与现代被麦格基野蛮混搭，而麦格基没有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任何

论据，不过是在貌似科学地胡言乱语，休茨基十分肯定地指出“中国人对男性生殖器没有任

何崇拜”。（Щуцкий 2017：29） 

3.2 拉古贝里的《易经》词典说 

法国汉学家拉古贝里（Albert Etienne Jean Terrien de Lacouperie）认为，首先，《易经》

是对真实的古代材料的汇编，但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后来遗失了，因此这些材料被当作占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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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其次，《易经》不是源自中国，它是公元前 2282 年由纳洪特（Nakhunte）国王（又被

称为 NaiHwangti，即“黄帝”之意——作者注）率领下的巴克族人带到中国来的。在来到

中国之前，他们应该已熟悉西亚的楔形文字。在此之前他们还曾与萨尔贡（即中国的神农—

—作者注）的后裔有过战争。这些巴克族人了解巴比伦的字典，《易经》就是对巴比伦字典

的仿写。 

休茨基认为，“拉古贝里的这个发现本来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但他却由此出发踏

上了一条残酷的撕裂文本的道路。他毫无体系性地删除那些妨碍他的文句。同样的一个词，

他有时会删除，有时会因为需要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保留。易传部分被他完全抛弃，经的部分

也没有被完整取用，而是只取了最古老的一层卦”。（Щуцкий 2017：30）在这番操作之后

拉古贝里得出结论：《易经》是一部字典，它由 64 个词条组成，词典中阐述的是类似国家

治理的内容。对此休茨基客观地给出评价：我们承认拉古贝里的观察是对的，《易经》是多

层次的，不是在每一卦中卦名都会被重复 6 次，在经文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诗，诗的韵律经常

被插进来的“吉”“凶”“无咎”等占卜词破坏。（Щуцкий 2017：30）但休茨基不同意《易

经》源自巴克族说法，而是赞同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他认为拉古贝里的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不

可靠的“论据”基础上的，拉古贝里把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术语“百姓”（意思为一百个、很

多个或全部种族的农民或人民）解释为“巴克族人”，“百姓”和“巴克”（bak）只是一

种意外的谐音，是语义上没有任何关联的两个术语。但拉古贝里坚信他的这一说法，于是把

《易经》这本书排除在东亚之外，任性地、以削足适履的方式给了这本书一个出处。休茨基

明确指出，即便在该理论提出的当时，它也未能经得起批评。正如福克所指出的，为什么需

要一部只由 64 个字符组成的字典呢？那些毫无关联的故事又是怎么进入字典中的呢？（A. 

Forke 1927：12 ）这些拉古贝里都没有给出解释。“退一万步讲，你可以假设在我们面前

的这部《易经》只是字典的一部分，但如果你注意到，书中的卦数刚好是六爻上两个成分重

新排列后得到的数字，即刚好是 64，也就是说，64 卦是一个内部穷尽的整体，拉古贝里的

理论就从根本上崩塌了。”（Щуцкий 2017：31）最后，拉古贝里认为，《易经》中使用的

是东亚语言中的一种死语言。休茨基对这一结论更是无法接受，他认为拉古贝里是在将《易

经》中的符号做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处理、使它们四分五裂后，来“证明”自己的上述观点的。 

尽管拉古贝里的《易经》词典说受到质疑，但依旧得到了个别欧洲汉学家的认可。如理

雅各虽然怀疑拉古贝里对《易经》原文的理解，但他曾对词典说表现出一定的兴趣，认为如

果词典说中有关阿卡德死语言（即楔形文字）的发现能够为中国文字带来一些启示，那就不

要去推翻它。再如，在理雅各译文出版 7 年后，比利时汉学家哈雷兹（Charles Joseph de Harlez）

再次回归拉古贝里的“词典理论”。他虽否定了《易经》的阿卡德来源说，但对《易经》的

词典理论说深信不疑，并基于此构建了自己的翻译技巧。他言道：“原始的《易经》由 64

个部分或 64 章组成，每一章都有一个用卦或汉语符号表达的主旨或者一个词。对这个词会

有一个总体的解释和精神层面的判断。针对这些解释和判断会进一步补充其他一些细节性解

释、例证、格言，同时会给出使用这个词的场合，有时还会给出一个完整的片段或者一首小

诗。”（Ch. de. Harlez 1889：12）在哈雷兹看来，后来的《易经》中增加了大量的格言警句，

而这些格言警句中蕴涵的真正的智慧却是极少的。于是如福克指出的，哈雷兹在翻译时有着

很强烈的注释倾向，所以他在译文中加入了更多原文中原本没有的内容。在这样的前提和译

著支撑下，在词典理论基础上，哈雷兹得出结论：《易经》就实质而言是某一位政治家的记

事手册，后被另一位政治家变成了一本占卜的书。而休茨基认为，事实上恰好相反，应该是

占卜书被后世各注疏派不断加工后被中国和日本政治家所使用。（Щуцкий 2017：32）休茨

基的观点无疑更符合事实。 

3.3 重视注疏的霍道生译本 

休茨基认为，法国海军军官、安南学专家霍道生（P. L. F. Philasbre）的《易经》两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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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工作量饱满，但缺乏有价值的理论。“译著的前言很短，重复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前文中

提到的传统观点。”（Щуцкий 2017：32）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霍道生是第一个主张对中

国的注疏文献给予必要重视的学者。这一点在他的译著中有所体现，“译著中每一个句子都

附有程颐、朱熹和其他一系列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的名字经常被隐去）注释的译文。显然，

霍道生的译著是在《周易折中》这一注疏汇编本的基础上完成的。此书也被其他译者，如理

雅各、卫礼贤等广泛采用。”（Щуцкий 2017：32）休茨基明确表示，“《周易折中》是一

本公认的、相当权威的出版物。毫无疑问，重视中国传统资料的想法是值得称道的。”但他

认为尽管霍道生的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但其译文不能算作成功，因为译者的汉学功底欠缺太

多。霍道生在对注疏进行转述时太过主观，正如福克所言“从霍道生的译文中我们无法看到

一幅正确的图景，因为他所引述的两部注疏与其说是对《易经》的解释，还不如说是一种独

立思想的发挥。”（A. Forke 1927：13）所以，休茨基对霍道生的评价最终定格在“他的译

著只有历史意义。但作为译者，他是第一位认识到要尊重中国的学问，而不是在不了解文本

意思的前提下凭空去创造理论的欧洲人。”（Щуцкий 2017：32）从休茨基的评价中我们不

难看出在翻译与研究《易经》时他主张尊重中国学问、重视中国权威注疏的参考价值。 

3.4 权威的理雅各译本 

在英语世界，首部权威的《易经》译本由理雅各（James legge）完成。法国汉学家马伯

乐（Henri Maspero）说：“《易经》的译本很多，但翻译得都很不好，因为像《易经》这种

作品，总体来讲是不可译的。我建议参考理雅各的译本。”（H.Maspero 1927：444）休茨

基借用马伯乐的话对理雅各的《易经》译本做出了基本评价。他不认为理雅各的译本是欧洲

汉学中的极品，因为译著中尚有一系列缺点，但他承认理雅各的译本是长期辛勤工作的成果，

是当时的最佳译本，曾在欧洲产生过很大影响，即便是在他研究《易经》的年代，理雅各的

译文仍具有自身的价值。对于理雅各的译本，休茨基重点关注了它的序言和前言，并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首先，休茨基对理雅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当理雅各在前言中说到《文言传》
1 是《易经》的一个附文时，他的认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前辈和与他同时代的学者。”

（Щуцкий 2017：33）这是因为理雅各在译著的前言中指出《文言传》的作者不是孔子，而

这与传统上认为《文言传》是孔子补写的这一观点截然不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理雅各

指出，在《左传》中有一处曾提到根据《易经》占卜一事，这件事的发生比孔子出生早了

14 年。理雅各因此怀疑孔子不是该传文的作者，同时也否定了孔子是其余附文（即《十翼》

其他篇目）的作者。此外，理雅各在其译著前言的第 4 页中还指出，《周礼》中有一个根据

《易经》进行占卜的故事，理雅各因此怀疑《文言传》不是真正的古文献 2。休茨基认为理

雅各的怀疑是对的，且理雅各将《易经》的经文与传文分开的做法是明智的，应该仔细区分

开来 3。但他同时指出，上述信息应该是理雅各从《周易折中》中获取的。休茨基还进一步

指出，“理雅各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他用 20 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了解了注疏文献，并

借助《周易折中》和刘歆目录中的信息了解了《易经》的存在和它的范围（规模、大小）……

他认为欧洲的《易经》学者不断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易经》这部经典以及关于它

的注疏文献了解得不够深入，所以在前言中他需要将他的认知与当时不正确的观点进行比

较。”（Щуцкий 2017：33—34）。 

其次，休茨基指出了理雅各译本中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理雅各对《易经》的阐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在理雅各译著前言的第一章中，当

论及孔子与《易经》的关系时，理雅各引用了《论语》第 7 章第 16 条 4的语录“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来证明孔子是知道《易经》的。此处理雅各将“五十以

学易”理解为“再给我 50 年时间来研究《易经》”，且认为“孔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

70 岁了，他对孔子希望增加 50 岁的愿望表示十分惊讶。”而这与中国各种《论语》注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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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5完全不同，很显然理雅各的理解是有误的。 

第二，理雅各为了证明孔子手中有过并且读过《易经》这本书，援引司马迁《史记·孔

子世家》中孔子晚年喜读《周易》，常常翻阅，爱不释手，韦编三绝的典故来进一步论证自

己的观点。同时摘录司马迁引用的孔子语录：“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用

以说明孔子废寝忘食地研究《易经》与《论语》中所说的相互矛盾，因为从《论语》中可以

看出，孔子很重视研读《诗经》和《礼记》，但在这两本书中对《易经》的研究只字未提。

理雅各不怀疑孔子对《易经》的熟悉，但认为孔子早年对《易经》这本书没有给予太多关注，

当时他和他的学生只研读《诗经》和《礼记》，只是到了晚年才开始对《易经》给予正确的

评价。对此休茨基评价道：“在理雅各那个时代，他对这件事的认知描述算是最好的了……

但理雅各还无法解决孔子手中的《易经》是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易经》这个问题。” 

第三，休茨基认为理雅各在《易经》经文创作者这一问题上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休茨基

指出，在第二章讲到将原始的三爻重置变成六爻重卦时，理雅各先是同意朱熹的观点，认为

是传说中的伏羲重置三爻卦形成六爻卦，但在后文理雅各却说：“我注意到，从远古时代中

国就已经使用占卜，但我不想说早在 5200 年前的伏羲时代就开始有占卜，因为我无法抑制

自己对伏羲这个人物真实性的怀疑。”由此休茨基认定理雅各的表述前后矛盾。我们认为，

休茨基在此处可能误读了理雅各的原文。理雅各的原文表述为“我不敢冒昧地反驳朱熹关于

重卦的观点，但我不得不思考的是，这些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卦的名字是从文王那里来的”。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事实上理雅各可能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不敢冒昧反驳朱熹认为伏羲重置

六爻的观点，但他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态度，即认为《易经》的卦名来自文王，而伏羲只是传

说中人物，他是否真实存在，至少在理雅各那里是不确定的。 

最后，休茨基认为，理雅各把《易经》排在中国文学第三古老的位置是不对的，因为在

《书经》和《诗经》中有的文章比《易经》古老很多，而且除了《周易》，还有《连山》和

《归藏》。但必须肯定理雅各的另一个观点，即“如果考虑到此书的保存完好性不亚于以色

列、希腊、罗马和印度的古文献，那么此书的价值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到《易经》

的古老部分，那么这个部分不包括较晚的部分，即在中国被称为《十翼》的部分（理雅各称

为附文的部分）。 

总之，休茨基认为，理雅各的译作鲜有错误，因为作者传递的是中国的理论，且没有像

拉古贝里那样追求爆炸性的发现。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休茨基在考察欧洲《易经》翻译与研究的前两个阶段时重点关注了较有代表

性的《易经》的算法说、历史文献说、起源说和词典说，并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认为这些观点对《易经》的研究没有实际意义，只有历史意义。而霍道生和理雅各的译著和

部分观点对于欧洲的《易经》研究具有促进和推动意义，尤其是理雅各的译著，在充分尊重

中文各类注疏的前提下，积极表达自己对《易经》作者、经文与传文是否需要分开以及文献

古老性的观点。休茨基对以上两个阶段的总结是相对客观的，这种客观源自于他对中国古代

历史、文化、哲学相对专精的把握；同时，他的总结也是较为主观的，这种主观是在排除各

种论说可能性之后对相关问题的一种再认识，有时同样缺少充足的证据，如他对《易经》作

者的认识、对经文和传文性质的认识。但总体上，我们认为，休茨基对欧洲早期《易经》的

翻译与研究是有着准确且深刻的认知的，这也为他自身从事《易经》翻译与研究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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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言传》又名《文言》，系解《易》之作最早的《易传》（即《十翼》，具体为《彖》上下篇、

《象》上下篇、《系辞》上下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中的 1 篇，是专门对乾、

坤两卦义理所作解释的作品，解释乾卦的称《乾文言》，解释坤卦的称《坤文言》。《文言传》旧说为孔

子辅《易》之作，近代学者多认为它们非一人一时之作，杂出于战国、秦汉间人手。 

2 我们认为，理雅各提出的两条证据中似乎没有区分《左传》和《周礼》中提到的《易经》究竟是包

括“经”和“传”在内的《易经》，还是只有“经”部分的《易经》。如果是前者，那的确是矛盾的，孔子的时代

要晚于《左传》和《周礼》的时代，如果《文言传》或者《十翼》为孔子所做，《文言传》部分不可能出

现在《左传》和《周礼》中。 

3 理雅各认为，按照传统说法，主要经文部分是文王和周公所写。具体而言，第一部分，即经文中较

少的部分是周文王所写，正如司马迁所说，成文于公元前 1143 或 1142 年之前，而第二部分，即较大的部

分是由逝世于公元前 1105 年的周公完成（第 6 页）。 

4 此处休茨基有误，应该是《论语》第 17 条。 

5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指出，这章又有许多不同解释，主要是为什么是“五十”呢？朱熹说，“五十”

是“卒”字之误。有人说是“吾”字之误。钱穆和另一些人说“易”是“亦”，是指“五十岁继续学习，也就可以没有

大错误了”。（李泽厚 201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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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and based on his own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culture and philosophy, he gave a more 

objective and accurate evaluation of the views of European Sinologists on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perspectives and explanatory content of these evaluations are necessary supplements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European Book of Changes, and are very valuable for combing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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